论盗窃罪中的数额认识错误

摘要：盗窃罪中，财物价值的数额是犯罪构成的要件要素，是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内容。对于数额认识错误是刑法认识错误中的事实错误，是一种独立的事实认识错误，不能根据对象认识错误的标准解决数额认识错误，应当根据主客观一致原则，且对数额较大这一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不应当根据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原则来判断行为人是否认识到，而是应当根据行为人标准。

关键词：数额较大  认识错误 

一、数额认识错误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法》对盗窃罪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从法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构成盗窃罪可以分为两类标准，一类是有数额要求，必须达到“数额较大”，另一类没有数额的要求，只要是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不管数额多少都可以构成盗窃罪。对于第一类盗窃罪，“数额”对犯罪的成立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我国独特的立法模式——立法定性+立法定量，作为部分犯罪结果表现形式的犯罪数额一方面是立法者规定为定罪量刑的条件，另一方面其具体标准由司法者进一步明确化加以适用。但是这样的立法模式在实践中引发了一定的问题，因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主观认识与实际价值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偏差是难以避免的，而这对定罪量刑造成一定的困难，从下述两个案例便可发现这一问题。

案例一：天价葡萄案。2003年8月7日凌晨，4名男子在北京香山附近盗窃了47斤葡萄，这些葡萄是北京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葡萄园投资40万元、历经10年培育的新品种。案发后，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被偷葡萄进行估价，认定直接经济损失11220元。2004年4月，经过检察院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最终认定“天价葡萄”最终的价值为376元，尚未达到北京市盗窃罪1000元的起刑点。

案例二：卖淫女偷嫖客手表案。被告人沈某某在与潘某某进行完卖淫活动准备离开之时，乘潘某某不注意，顺手将潘某某放在床头柜上的“伯爵牌”18K 黄金石圈满天星 G2 连带男装手表拿走，藏匿于其租住的房屋中。在审讯过程中，沈某某一直不能说出该手表的型号等具体特征，并认为该手表只值六七百元，拿走潘某某的手表是为了报复潘某某在交易过程中行为粗暴。后经鉴定，涉案手表价值123879.94元。

二、盗窃数额的理论定位

对于类似上述的案例是否构成盗窃罪，有不同的理论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构成盗窃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盗窃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盗窃的行为且数额较大，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另一种观点认为不构成盗窃罪，理由是，对于类似案件行为人并没有认识到财产的价值，缺乏行为对象的认识，没有盗窃数额较大财物的故意。导致两种观点截然不同的关键点在于，盗窃罪中的财物价值是否需要被认识，即盗窃故意是否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所盗财物的价值是“数额较大”的。犯罪故意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对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有所认识，因此，行为人对犯罪客观方面是否有认识决定着犯罪故意的成立与否。换言之，如果盗窃数额属于盗窃罪客观的构成要件，那么构成盗窃罪就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对数额有所认识，反之，如果盗窃数额不属于盗窃罪客观的构成要件，则构成盗窃罪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对数额有所认识。因此，需要界定数额在盗窃罪中的定位。

客观处罚条件说。即一般情况下，行为具备不法和有责即构成犯罪，但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立法者对个别犯罪在不法与责任之外附加了某些客观成立条件。“其运用的结果便是纯粹取决于客观上的条件是否成就，至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对该条件有所认知，在所不问，因此也不生主客观不一致的刑法错误问题。”
“犯罪的数量要素是客观的处罚条件，客观的处罚条件不是犯罪的构成要件，缺乏客观处罚条件犯罪仍然能够成立，但是不生刑罚只效果。”
在客观处罚条件看来，数额没有认识的必要，行为人只需要认识到所盗窃的是他人占有的财物即可。但是此种观点与我国的四要件犯罪构成要件体系和犯罪概念是相冲突的。我国传统的四要件构成体系是封闭性的，犯罪构成是成立犯罪的一切主客观条件的统一，是构成犯罪的唯一标准，在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中很难解释一个行为满足犯罪构成而由于不符合客观处罚条件而不追究刑事责任。其次，按照客观处罚条件说的观点，盗窃数额只是刑罚处罚的条件，不具备定罪的意义，但是根据我国刑法13条对犯罪定义来看，应受刑罚处罚性是犯罪的特征之一，也就是说不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并不是犯罪行为，即不存在某一行为构成犯罪但是应当不受刑罚处罚。

犯罪构成要件说。即“数额较大”属于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达到盗窃罪数额要求的构成犯罪，如果没有达到盗窃罪数额要求的不构成犯罪。我国犯罪构成客观要素是根据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确立的，耦合式、封闭的四要件体系使得在犯罪构成中需明确构成犯罪所需的要素，在对盗窃罪的规定中含有“数额较大”，而在抢劫罪中并没有此规定，可以看出“数额较大”是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没有达到“数额较大”就不构成盗窃罪。既然“数额较大”是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则在成立盗窃罪的主观方面就需认识到财物的价值达到“数额较大”。那么行为人是否能够认识到“数额较大”，现实生活中行为人总是先认识到所盗之物为财物，然后才能进一步认识到所盗财物的价值，行为人也完全有可能只认识到财物而没有认识到财物的价值，这样可能给行为人逃避追究的理由，这也是对此观点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所担忧之处。

行为人对财物的价值是否有所认识，并不是单纯的根据行为人的供述确定，而是结合行为人的个人认知能力和客观事实。例如案例一，几位农民工深夜去偷葡萄，根本没有认识到该葡萄的科研价值，认为跟普通的葡萄没有区别，但是若是旁边有明显的警示标志或者其中有实验区的管理人员，便可以认定行为人对葡萄的科研价值是有所认识的，案例二中沈某某出生于农村家庭，可以说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生活的商圈中没有卖此名贵手表的，可以认定其并不能认识到涉案手表是名贵的奢饰品。而且在司法中还有一种推定的证明方式，包括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事实的推定有时也称作暂时的推定。由于它往往是能够证明被告心理状态的唯一手段，因而在刑事司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推定的方法是从被告已经实施了违禁行为的事实中,推断出被告是自觉犯罪或具有犯罪意图，如果被告未作任何辩解，推断通常成立”
推定不是主观臆断，对于行为人有无故意的主观心理状态，可以根据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数量等推定行为人对“数额较大”是否有认识。

三、盗窃数额认识错误的处理

“数额较大”属于客观构成要件，即是盗窃故意所需要认识的要素，当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情况不一致时，就产生了认识错误，认识错误属于主观方面的问题，刑法中的认识错误主要解决在行为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的过程中中，当其主观认识上发生认识错误的时候，该认识错误是否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通说认为，刑法中的认识错误也叫主观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故意实施危害社会行为过程中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意识与意志是统一的，意识是意志的前提，意志是意识的心理决定。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发生认识错误，就可能影响到意识与意志的统一，进而影响故意的成立。”
通常分为法律认识错误和事实认识错误，法律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性更为是否具有违法性或者说是否为法律所禁止在认识上有错误；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在着手犯罪时预见或者设想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不同，分为对象认识错误、打击错误和因果关系错误等。数额属于构成要件要素，构成要件错误很显然是属于事实认识错误，因而盗窃数额认识错误是刑法中的事实认识错误。盗窃罪数额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基于自身认识能力的受限而在实施行为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导致其主管上对物品价值的认识与物品的实际价值产生不同的认识，造成主管认识与客观事实不相符。

实践中多是认为数额认识错误属于事实认识错误中的对象认识错误，但是笔者认为，盗窃数额认识错误不同于对象认识错误。对象认识错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同性质对象认识错误，即行为人计划中要侵犯的对象与实际侵犯的对象属于一个犯罪构成要件范围内，例如，行为人想要杀害甲，却误认为乙为甲而杀害，第二种是不同性质的对象认识错误，即行为人计划侵害的对象与实际侵害的对象不属于一个犯罪构成范围内，比如行为人想要杀害甲却把稻草人误认为是甲而进行侵害。显然，数额认识错误与上述两种对象认识错误不同，因为行为人所要盗窃的财物与实际盗窃获得的财物是同一的，只是对财物的经济价值产生认识错误，不同于对象认识错误中质的不同，只是行为人对数额较大与数额较小发生认识错误，属于量的不同。第二，对象认识错误一般是按照法定符合说处理，不阻却行为人的故意，行为人想要杀害甲却把乙当做甲杀害，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行为人如果把稻草人当做是甲而杀害，按照通说观点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未遂，按照此逻辑误把数额较大的财物当成数额较小的财物而盗窃，不可否认行为人是具有盗窃故意的，因而构成盗窃罪，那么案例一、案例二就都构成盗窃罪，究其本质，这种处理方法是认为数额较大不是盗窃故意认识的内容，但是通过上述论述，笔者是认为数额较大是盗窃故意所需认识的内容。因而，数额认识错误是一种独立的事实认识错误，并不能按照对象认识错误的一般原则——法定符合说来处理。

解决盗窃数额认识错误问题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基本含义是：确定和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必须具备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既要求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违反刑法的行为，又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对这种行为具有故意或者过失。”
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构成盗窃罪必须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行为时主观上具有窃取公私财物的故意，这是认定犯罪的基本原则，解决事实认识错误当然也要坚持这一原则。当行为人主观认识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不一致时，判断行为人对实际发生的事实是否承担责任，主要是看该实际发生的事实是否超过行为人的主观认识范围，如果实际发生的事没有超过行为人主观认识的范围，则说明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行为人需要对实际发生的事实承担责任；如实际发生的事实超过行为人主观认识的范围，则说明主客观不一致，行为人对实际发生的超过其认识范围的事实不承担责任。当然行为人主观需要认识的范围是以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为界限，并不是要求对所有的实际发生的事实都有认识。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属于构成要件要素，属于行为人主观认识的范畴，构成盗窃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所盗财物数额较大，否则不构成盗窃罪。

盗窃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财物的价值达到数额较大，因而确定行为人是否认识到数额较大这一要素是处理数额认识错误的关键。“数额较大”属于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一般分为描述性构成要件要素和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描述性构成要件要素是指立法者以日常用语对客观事实作出一定的记述，法官对于要素的对应物（客观事实）只需要进行事实判断即可确定的要素。
对于这种描述性的构成要件要素在解释上基本不存在大的争议，在认定事实是否符合构成要件时，不需要法官的个人评价。例如故意杀人罪的中“人”、拐卖妇女罪中的“妇女”等，对于描述性的构成要件要素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要素本身，就能够理解其行为的含义，不需要进行价值评价。而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是需要填充的构成要件要素，即法官仅仅根据刑法条文的表述还不能确定，只有进一步就具体的事实关系进行判断与评价才能确定的要素。
判断规范构成要件要素不能只停留在表象，须借助相关法律、社会经验等对具体事实进行评价，普遍认为的评价标准是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评价标准，这是德国学者茨格尔在宾丁之后发展和完善的，即认为只要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能认识到的规范含义，就推定行为人能够认识到。

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属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需要进行评价才能认识到价值的大小，某些情况下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如何判定行为人是否认识到财物的价值是否是数额较大，通说认识是按照规范构成要件要素评价的标准即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的评价标准。但是笔者认为采用这一标准是存在疑问的。首先，采用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的评价标准来确定行为人有无认识有违责任主义原则。“从责任主义的立场来看，对行为人责任的判断应该是具体的、个别的判断，且构成要件对故意有规制机能，那么行为人对财物数额较大的认识应该从行为人个人的角度出发，对所有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具有认识时才能成立故意。如果仅从一般人的角度出发，那么必然忽视了行为人自身的责任而从属于他人认识的角度给予行为人归责，这样的处理结论必然违反责任主义原则”。
其次，所谓的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的评价标准的认定标准是什么，即如何认定所认定的结论是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所认为的，司法实践中，并不会做问卷去调查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的看法，且问卷调查并不属于证据种类，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因而所谓的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的认定大多数是法官个人的判断，并不能准确的证明何种认识是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的认定。

所以笔者认为应当采用行为人标准，即从行为人自身角度考虑其是否认识到“数额较大”，而多数否定者对此标准的疑问主要在于可能会由于行为人声称其对相应的财物价值没有认识而无法规责的情形。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数额认识错误只能是确定的故意而不可能是不确定的故意，行为人需要对其确定的故意提供前提性的证明。其次，如前所述，司法机关会根据行为人的年龄、生活经历、学历、职业等客观事实推定行为人是否具有相应的判断力。最后，对盗窃数额的认识并不需要是精确的认识，即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带盗窃罪的财物价值达到司法解释确定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只要行为人认识到所盗窃的财物不是价值微薄的财物，或者说认识到或者可能认识到所盗财物在社会意义上是数额较大的财物即可。“因为要知道财物的准确数额，在有些情况下往往难以做到，有时专业人员经过反复审视、研究后还会认识不一，更何况有些盗窃对象在盗前还处于隐蔽状态，要求行为人知道其准确价值既有违情理，也不切实际。”

   对于案例一中的四名农民工和案例二中的卖淫女根据其自身的认识是不能够认识到其科研葡萄和所盗手表的真实价值，因而对构成要件要素“数额较大”是没有认识也没有认识的可能性，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处理原则，阻却其犯罪的故意，都不构成盗窃罪。

四、结语

行为人对所盗财物的价值产生认识错误时，如何定罪量刑，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之一，本文仅仅讨论了盗窃罪的“数额较大”，而众所周知，如果盗窃数额达到“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会是不同的量刑幅度，其中也存在着众多的疑难问题，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刑法将盗窃数额作为盗窃罪定罪量刑的标准。同样诈骗罪、抢夺罪等将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犯罪都会有这样的困境，我国将“数额”作为犯罪构成眼见要素这一立法模式是存在一定的弊端的。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产生盗窃数额认识错误的情况下，应当以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为依据，在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指导下，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定罪量刑。 

� 本文暂时只探讨基本数额，即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在盗窃罪中的理论定位，对于“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加重数额的体系定位暂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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